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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结构与人力资本红利
———挑战、证据与路径选择

王姣娜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的作用至关重要。高中阶段教育衔接着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又是普

职教育分流的开始，其如何发展是影响中国未来人力资本数量与结构的关键。尽管中国在高中阶段实行的是偏向职业教育的

分流政策，但在实践中，中职教育面临需求有限、资源投入不足、教育质量不高等挑战，发展前景堪忧。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教育

结构的变迁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偏向普通教育的教育结构会为经济发展创造人力资本红利。因

此，转型中国需要调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创造人力资本结构的比较优势，探寻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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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对于处在经济

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无论在提升教育数量还是优化教

育结构方面，都任务艰巨。从教育数量上看，虽然中国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大幅度

地提高了全民受教育水平，但就业人口的总体人力资

本水平还较低。目前劳动力构成仍以初中文化程度者

为主体，高层次人才匮乏。2010 年，中国就业人口中

10． 1%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13． 9%具有高中文化

程度，76． 1%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 P229—249)。从

教育结构看，中国实行的是初中后的教育分流政策，自

1980 年代以来，基本采取偏向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

业教育的发展倾向。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以大学毕业

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成为应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的政策选择。
但中国的教育分流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且政

策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从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

看，教育结构的选择既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又

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未来高中阶段教育如何发展，是影响中国人力资

本数量与结构的关键。其一，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任务已基本完成，高中教育普及程度直接影响未来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其二，高中是普职教育分流的

开始，又是高等教育的学前阶段，普通高中和中等职

业教育在教育质量及升学率方面差距明显，因而高中

教育结构会对受教育年限能否进一步延长产生间接

影响; 其三，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分别培养的是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因

此高中教育结构会通过人力资本结构而形成人力资

本的比较优势，进而对宏观经济诸多方面的表现产生

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从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变迁

与相关政策演进入手，阐述目前高中教育分流政策在

实践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基于国际经验从人力资本

红利角度分析教育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并对中国

高中教育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二、高中教育结构变迁及政策演进

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分为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

育( 以下简称“中职教育”) 两大类，其中高中教育包

括普通高中和成人高中，中职教育包括中等专业学

校、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①。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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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统计口径自 2003 年起发生变化，2003 年以前称为“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

范学校、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 2003 年及以后称为“中等职业教育”，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



来，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在较短时间实现从精英教育转

向大众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2 年的 26%上升至 2013
年的 86%，呈逐年递增趋势。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

显著提高，从 1980 年的 1271． 21 万人上升至 2013 年

的 4369． 92 万人。中职教育扩张速度远高于普通高

中，2013 年中职教育在校生为 1922． 97 万人，是 1980
年的 8． 5 倍，年均增长高达 6． 70% ; 而 2013 年普通高

中在校生为 2435． 88 万人，仅是 1980 年的 2． 51 倍，年

均增长 2． 83% ; 成人高中所占比重始终很小，且规模

逐年萎缩，2013 年成人高中在校生为 11． 07 万人，仅

为 1980 年 75． 12 万人的14． 74%。
具体来看，普通高中绝对规模在 1980—1995 年

间处于下降趋势，1996—2006 年普通高中在校生规

模逐年快速上升，2006 年达到 2514． 50 万人，10 年

间翻了近两番。2007 年以后在校生规模基本保持

在 2400 万至 2500 万人之间，波动幅度很小。相应

地，普通高中在校生比重从 1980 年的绝对优势地位

( 76． 29% ) 下降至 1995 年的不足一半( 43． 16% ) 。
1995 年以后，与绝对规模的增长趋稳不同，在校生

比重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变动，先是一度提高至 2002
年的 61． 12%，之后又开始持续下降至 2010 年的

51． 90%，近几年又有所上升，2013 年为55． 74%。
中职教育规模在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显著。2010

年之前，除了 1999—2001 年出现下降外，其余年份

均呈递增趋势，2010 年达到最高水平，为 2238． 50
万人，是 1980 年的近 10 倍，年均增长 7． 94%。2010
年之后，中职教育规模出现逐年下降趋势，三年时间

下降了 14． 10%。中职教育比重的变化幅度较大，

方向基本与普通高中相反。1980 年中职教育在校

生占整个高中阶段比重仅为 17． 80%，1995 年升至

56． 84%，后又跌至 2002 年的 37． 66%。之后，中职

教育比重经历了 2010 年的高点 47． 86% 后又连续

三年下降，2013 年为 44． 00%，比普通高中低 11． 74
个百分点。

成人高中在校生规模始终较小，而且基本呈下

降趋势。1980 年成人高中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比重

为 5． 91%，1985 年最高曾达到 10． 73%，后又迅速

下降至 1990 年的 3． 13%。21 世纪以来，成人高中

比重更是逐年下降，2003 年已不足 1%，之后尽管个

别年份有所波动但总体仍呈持续下降趋势，2013 年

仅为 0． 25%。考虑到成人高中在中国高中阶段教

育总体中所占份额极小，所以下文谈及普职教育结

构特指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及其变化体现出了很强

的政策引导性。在经过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教育事

业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之后，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

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结构调整成了教育政策关注的重

心之一，而中职教育是政策扶持的重点。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

出要“调 整 中 等 教 育 结 构，大 力 发 展 职 业 技 术 教

育”，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要“扩大招生，并且

有计划地将一批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者增设

职业班”，从而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职业技术学校

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
尽管鼓励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连续出台，并明

确提出中职教育要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发展

目标，但 21 世纪以来中职教育比重始终低于普通高

中。而且从 2010 年起，中职教育在校生规模与相对

比重连续三年下滑，与普通高中的差距又逐渐拉大。

三、高中教育分流所面临的挑战

( 一) 中职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教育分流政策目标与中职教育的实际发展

始终存在一定差距。1990 年代，教育分流政策曾明

确提出“到 2000 年实现中职教育年招生数和在校生

数比重全国平均 60%左右，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

城市可以达到 70%”。但实际上，2000 年全国中职

教 育 招 生 数 比 重 为 41． 36%，在 校 生 比 重 为

45． 84%。21 世纪初以来，教育分流政策作出调整，

规定中职教育比重要占到一半。然而，中职教育比

重基本在 45% 左右，而且从 2010 年开始明显呈下

降趋势，2013 年中职在校生规模已低于普通高中

512． 91 万人。
历年招生情况部分地反映出居民对初中后教育

“用脚投票”的结果，即对中职教育的需求并不如政

策目标预期得高。目前，城市学生对高中阶段的需

求主要还是升学教育，希望通过普通高中学习进而

继续接受高等教育。选择接受中职教育的主要是农

村地区学生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但仍有两方面因

素导致其对中职教育的需求有限。一是近年来在用

工荒背景下，非熟练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使

得这部分劳动力群体的工资上涨很快，导致了相当

一部分农村学生选择不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甚至初中

辍学而较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二是综合考虑社会

地位、工作环境、职位流动等因素，职业教育对家庭

条件稍好的学生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因此，中

国的高中教育分流受制于居民对职业教育需求的不

足，政策目标实现的难度较大。
( 二) 教育资源与办学规模不匹配

教育资源在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之间的分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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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教育资源不均衡还存在扩大

的趋势。1997—2003 年，中职教育经费总支出和生

均支出均高于普通高中，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

缩小。从 2004 年开始，普通高中经费总支出和生均

支出始终保持高于中职教育的态势，而且二者之间

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2011 年，普通高中经费支

出为 2494． 36 亿元，中职教育经费支出为 1638． 50
亿元，仅为普通高中的 65． 69% ; 普通高中生均经费

支出为 10161 元，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为 7430
元，仅为前者的 73． 12%。

从专任教师配备上，也能观察到教育资源在两

类教育之间的分配不均。1980 年，普通高中专任教

师数量为 57． 07 万人，在之后的 10 多年间一直没有

太大波动; 而从 1997 年开始迅速上升，由 60． 51 万

人增至 2007 年的 144． 31 万人; 2008 年以后增速有

所下降，2013 年为 162． 9 万人。与普通高中形成鲜

明对照，中职教育专任教师数量增长缓慢。相对而

言，增长较快的阶段为 1980—1990 年，10 年间从

20． 66 万人增至 56． 53 万人，与普通高中专任教师

数基本持平。在此之后，中职专任教师增长缓慢，一

些年份中还有波动，与普通高中的差距越来越大。
2013 年中职专任教师 86． 79 万人，仅为普通高中的

53． 28%。
与专任教师的绝对数量相比，生师比是一个能

更好地反映教师资源配置的指标。在公布的数据

中，只有 1993—2013 年的生师比情况。1993 年，普

通高中生师比为 14． 96，中职教育生师比为 13． 42，

在此之后一直到 2004 年，二者均有所上升，但差距

始终不大。从 2005 年开始，普通高中生师比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从 2005 年的 18． 54 下降至 2013 年的

14． 95; 而中职教育的生师比还在继续上升，至 2010
年最高为 25． 69，之后三年有所下降，2013 年为 22．
97，仍远高于普通高中水平。

从教师、经费这些教育核心资源的情况来看，相

对于办学规模而言，普通高中明显比中职教育获得

了更多的资源投入。而国际经验表明，职业教育相

比普通教育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如欧洲国家对职业

高中的生均投入约是普通高中的 2—3 倍［2］。可想

而知，在得不到必要的资源投入保障的情况下，中职

教育发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 三) 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堪忧

中国职业教育的一个现状是学生的学习基础较

差，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的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往往中考成绩差，绝大部分来自

农村和城镇困难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未能受到较

好的教育。而且中等职业学校无论在师资还是经费

投入上都无法获得与普通高中同样的保障，其教学

质量往往明显落后于普通高中。一项“农村教育行

动计划”的抽样调查显示，学生在进入中等职业学

校学习两年后，不仅没有学到他们进校前设想的先

进技术知识，甚至一些学生的基础科目知识相对于

初中还倒退了。因此，不少学生在进入职业学校一

段时间后，因为感到不能学到新技术，就选择离开学

校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也导致中职教育的辍学

率是目前中国所有类型学校中最高的，超过 40% 的

学生未完成全部学业而选择提前离开［3］( P42—50)。
除了课堂教学外，校企合作的实习实训是确保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但目前中职教

育在校企合作上的模式仍较单一，主要集中于就业

与实习合作，缺少企业深度参与的激励和渠道。对

于企业而言，往往不愿意开展就业以外的校企合作，

因为参与职业教育的投入大、回报低，成本远高于岗

前培训。一些优质企业，如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希望

开展学徒制实习与订单培养，但目前并没有相关政

策对这一模式予以支持和保障。即使是一些经济发

达地区，职业教育学习德国模式也往往形似神非，校

企 在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责 任 上 的 有 机 联 系 并 未 建

立［4］( P32—41)。因此，职业教育的实习实训很难保证

能为学生提供适合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术技能实践

机会，从而也导致尽管中职毕业生的平均一次就业

率很高，但对口就业率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

四、从优化教育结构中获得人力资本红利

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在居民需求、资源投入与

自身发展上所存在的问题，不仅对现有高中教育分

流目标的实现形成挑战，更是对如何制定合理的教

育分流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挑战。事

实上，优先发展普通教育还是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艰难选择［5］。从亚洲一些

成功转型经济体的经验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高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存在着动态的

变化趋势。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在高中阶段进行大

规模普职教育分流已经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

在缩小职业教育、扩大普通教育的同时对普通高中

的课程进行改革［2］。
这种教育结构变化的背后是否反映了一定的规

律呢? 实际上，普职教育结构决定的是未来劳动力

市场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形成不同国家间的人力

资本比较优势。不同的教育分流政策势必会对一

国，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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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普通教育培养的是基于一般认知能力的

通用性人力资本，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基于某一特定

技能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前者适用性更强、流动转换

领域更广，后者在与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匹配方面更

具有优势。此外，相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普通教育更

加侧重通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有利于

培养更加侧重于科学和管理等岗位的创新型劳动

者。因此，教育结构的差异所形成的偏向通用性或

是偏向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结构，会通过就业流动、新
技术采纳和创新等渠道对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本文借用“人口红利”的概念［6］，将这种教育

结构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人力资本红利”
加以界定。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一种“红利”，一是因

为它是从人力资本结构的比较优势中产生( 人口红

利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优势) ; 二是因为这

种比较优势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除要素投入之外的

贡献份额。基于以往研究和国际经验，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更多地体现在通用性人力资本

上，偏向普通教育的教育结构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本

红利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 一) 偏向普通教育有利于新技术采纳与创新

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更加侧重培养学习能力

而非一技之长，普通教育毕业生更善于适应新技术，

而职业教育毕业生更善于使用成熟技术，因此倾向

于普通教育的经济体更容易采纳新技术，从而在技

术进步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获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

现。Lawrence ＆ Schultze ( 1987 年) 指出，当欧洲经

济体已经从追赶者发展为技术领先者时，欧洲的教

育仍是鼓励以提供特殊技能为目标的学徒制教育模

式，但这种教育策略使得工人难以胜任技术进步带

来 的 新 岗 位、新 任 务［7］( P4—5)。Krueger ＆ Kumar
( 2004 年) 发现，倾向职业教育的国家增长速度比倾

向普通教育的国家增长速度慢，而且增长率的差距

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扩大［8］。
对这一规律作出最好解释的是欧洲和美国在经

济发展上的差距及变化: 在 1950、1960 年代，技术变

化相对缓慢，欧洲偏向职业教育的政策取向有利于

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在 1980 年代之后，随着技术进

步的加快，偏向职业教育的政策阻碍了欧洲对新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欧洲遭遇了“技术缺口”，在信息

技术产业的份额和信息技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方面

都明显滞后，制约了其经济增长; 1990 年代以来，一

些欧洲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均未和美国一样加速

增长，其全要素生产率涨幅也低于美国，进而导致欧

洲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可见，优

先发展普通教育，培育更多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有利

于经济体对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有利于提高经济

体的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 二) 偏向普通教育有利于提高转型过程中劳

动力的配置效率

职业教育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专用性，它提升

了人们应用特定技术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也因其对

特定应用环境的依赖而难以被转移。因此，当技术

进步缓慢时，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能够

更好地满足特定岗位需求的职业教育更具有优势;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劳动

力市场需求会相应发生较大变化，此时更需要适应

性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顺利调

整。Ｒamos et al． ( 2009 年) 指出，人力资本数量的

增加并不必然会引起经济增长，积累与产业结构升

级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种匹

配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数量上，更体现在结构和类

型上［9］。Lamo、Messina ＆ Wasmer ( 2011 年) 指出，

在宏观经济冲击的余波中，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决定

劳动力市场调整速度的关键因素，而流动性的主要

障碍在于大量接受职业教育劳动力的存在，他们转

换行业的能力被其专用性技能所限制。受到经济转

型冲击后，接受职业教育与更高的工资损失、更高的

失业持续时间和更高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正

相关，教育类型可以解释这些就业方面差异的一

半［10］。
20 世纪末，欧盟向东扩张导致了欧洲东部国家

经历了快速的经济转型过程。由于这些国家迅速调

整国际贸易格局，国内许多现代化行业兴起，加速了

传统工业的衰退，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劳动力市场

的大规模震荡，失业率急剧上升，甚至出现了整个行

业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但不同国家对这一宏观经济

冲击的消化能力有所不同，一些国家( 如爱沙尼亚)

在短期内就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而一些国

家( 如波兰) 则面临十数年、甚至可能更长的调整周

期。劳动力流动性是决定劳动力市场调整速度的关

键因素，而流动性的主要障碍在于大量专用性劳动

力的存在，因为他们转换行业的能力被特殊技能所

限制。因此，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发展普通教育的意

义还在于为劳动力市场培养更能适应岗位流动、更
加具有灵活性的劳动力，从而为产业结构顺利调整

提供保障。
( 三) 偏向普通教育有利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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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教育结构可影响一

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速，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已经不仅仅是依据传统要

素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在专业

化分工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Eeckhout ＆ Jovanovic
( 2012 年) 指出，各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能

力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获益最多的是高收

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获益最少; 而

且他们发现，近年来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管理类

岗位在发达国家中迅速地增多［11］。
这可以由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理论加以

解释。在全球分工中，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微笑曲

线”两端，通过在产业链中提供研发设计、渠道管理

和品牌服务等而获得较高的附加值。相应地，发达

国家更加侧重于对从事研发和管理类岗位工作的创

新型劳动者的培养。而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微笑曲

线”底端，主要是以代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

中，从事零部件生产、组装或销售，处于附加值低的

产业链环节。相应地，正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

济体，由于拥有丰富而廉价的熟练半熟练工人，从而

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因

此，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结构将决定其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位置，拥有更多的知识型、管理型、创新型人

才是迈向价值链顶端的必备因素。
这种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反映在各国的教育结构

上，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近十几年来，发达国

家普遍出现了教育结构明显向普通教育倾斜的趋

势，包括欧洲许多以具有发达职业教育著称的国家。
OECD( 2001 年) 根据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方

的测算指出，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知识密集型产

业对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需求在增加［12］。

五、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表现为经

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

长源泉逐渐消失，如何通过教育的发展来提高人力

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也就成为决定经济可持续

增长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适当调整教育结构，对

转型期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方面，偏向职业

教育的分流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着中职教育需求有

限、资源投入不足、教育质量不高等挑战，实际上是

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形成了教育供给的严重

不公平，这一情形急需改善; 另一方面，中国对科技

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迫切需要，都

将转化为对更加具有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通用性

的人才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因而需要形成偏向普通

教育的教育结构，以创造出新的人力资本红利，促进

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成

功实践，往往都伴随着一个成功的“教育先行”战

略。因此，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

同样应该立足未来、放眼世界，及时对中国的经济发

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作出科学、合理的预判，充分认

识到普通教育在促进新技术采纳与产业结构升级、
应对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

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适时对教育分流及相关政策

作出调整。
第一，优先发展普通高中教育。中国高中普职

教育分流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的科学、合理预判，并顺应居民对普通高中教育需求

的日益增加，将原有的偏向职业教育的政策向优先

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转变。首先，政府可以通过义务

教育的手段，进一步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规模，尤其加

大对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招生倾斜程度，保障高

中阶段教育的机会公平。其次，将普及高中教育的

增量放到普通高中上，之后再逐步调整高中阶段教

育结构，提高普通高中教育的相对比重，加大高中阶

段通用性人才的培养力度。再者，提高职业教育培

养层次，将发展重点从中等职业教育提升到高等职

业教育上，培养具有良好通识知识储备的高层次专

用性人力资本。
第二，改善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在调整高中阶

段普职教育结构、适当缩小中职教育比重的同时，应

制定相关政策以提高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教

育供给公平，并切实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一方

面，应提高中职教育的资源配置比例，加强对欠发达

地区、弱势学校的补偿性资源配置，促进高中阶段教

育在普职教育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的均衡发

展; 另一方面，建立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校企结合、
工学交替模式，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探

索建立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通过就业需求

引导职业教育优化专业设置、规范教学标准、提高教

育质量。
第三，提高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目前

的中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学生继续深造或

者转向接受普通教育的可能性还很低。对于这些学

生来说，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除了能够参加成人教

育之外，其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就终止了。这

既降低了中职教育的吸引力，也不利于满足经济发

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必须下决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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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职业教育过度重视单一岗位技能培养的现状，在

教学中增加通识课程比重，重视对基础知识储备和

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学习一般知识的能力; 同

时，还要提高中职教育在升学以及和普通教育衔接

上的灵活性，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转换和升

学方案，提高中职教育毕业生今后接受更高级教育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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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Dividend:
Issues，Evid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WANG Jiao － na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and human capital is vital for
i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affect China’s future human capital quantity
and structure，not only because high school education connects the nine －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but also because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tracking between general and vo-
cational educations．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is a bia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but in prac-
tice，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inadequate demand，limited resources and low
quality，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it is gri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show that a country＇s develop-
ment of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in the higher stage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a bias of general education creates human capital dividend for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transitional China needs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to create the compar-
ative advantage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and to explore the new source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ducational structure; human capital dividen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track-
ing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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